
2024.4 政 治 学
POLITICAL SCIENCE

在当今世界近两百个主权国家中，仅有 33个国

家完成了现代化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1]，换言之，目前

大多数国家仍处于现代化的“进行时”。现代政治

是政党政治，“政党是主导性的政治力量”[2]。在现

代化进程中，政党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2023年 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

话会以“现代化道路：政党的责任”为主题，习近平

总书记在会上强调：“面对一系列现代化之问，政

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

任作出回答。”[3]尤其在后发国家，政党引领现代化

的责任更为重大。

“后发国家”主要是指二战后面临现代化建设任

务的新独立的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从世界历

史来看，部分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长期

主宰政坛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主导政党”，它们建立

基本秩序、推动生产力发展、营造稳定环境，不同程

度地左右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向，有的甚至成为

影响国家现代化成败的核心力量和关键因素。因

此，从比较视野出发，研究世界范围内政党推进后发

国家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主要类型和重要启示，有助

于深化对现代化发展规律、政党执政规律和国家建

设规律的认识。

一、内在逻辑：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何以可能

“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世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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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数量繁多、类型多样，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阶级

基础、价值追求和政治主张，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也

各不相同。”[4]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先发国家现代化

存在“社会中心主义”①和“国家中心主义”②两种主导

范式。然而，与先发国家存在极大差异的是：后发国

家的基本国情与内外环境、政党具备的条件与禀赋

以及赶超现代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最终使“政党中

心主义”成为主导现代化进程的新范式，即在正开展

得如火如荼的后发国家现代化征程中，政党引领成

为重要的现实选项。

(一)后发国家独特的国情呼唤“政党中心主义”

的出场

与欧美等先发国家不同，二战结束之初，后发国

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且普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

国内态势和国际环境。从国内层面看，当时的多数

后发国家仍以自然经济或传统经济为主，生产力水

平落后，经济发展程度低下，政治民主化、制度化、规

范化的水平十分不足，且因为部族、地域、宗教等历

史和现实因素导致严重分化和碎片化的政治格局，

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呈现

出“一盘散沙”和“整体弥散”的典型特征，与成熟的

现代国家和社会形态距离甚远。从国际层面看，历

史上先发国家以武力和资本为后盾进行全球殖民扩

张，将广大亚非拉国家纳入其殖民体系中，不仅蚕食

和肢解其领土，控制其国家政权和扶植傀儡政府，还

大肆开展经济殖民和文化渗透，将其民众作为奴役

对象，这些国家和民族“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十分

突出，必须奋起在绝境中寻找生存与实现现代化的

出路。

在此背景下，以英美为代表的“社会中心主义”

现代化范式(主张社会为变革的力量来源)和以德日

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现代化范式(强调国家权

力的能动性)[5]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遭遇水土不

服和现实尴尬。因为，“社会中心主义”范式难以在

后发国家找到支撑现代化的多元的社会力量、充足

的社会资本和完善的商业机制，而“国家中心主义”

范式所依赖的强有力的国家权威和社会控制能力

在后发国家亦付之阙如。所以，在后发国家仁人

志士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中，经过屡

屡受挫、不断求索，最终找到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

和组织依托——现代政党。现代政党的出场，作

为一种崭新的组织形态和政治机制，从根本上解

决了后发国家社会整合、政治失序和群众动员等

诸多难题，是应对严峻内外环境的组织保障，将民

众重新组织和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引领，在其他力

量推动后发国家现代化普遍乏力时展示出独有优

势和成效。以政党为中心引领现代化遂成为后发

国家的现实选项，而“社会中心力量的存在及其转

换”[6]从客观上为理解后发国家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

视角和方法。

(二)政党具备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天然优势

西方政党是成熟民族国家的内部产物，是“执行

表达功能的表达工具”[7]，其政策形成主要是服务于

赢得选举。与先发国家政权体系内产生的竞选型政

党不同，后发国家通常是具有突出的现代化责任感

与使命感的政党，在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实践以及不

同力量的激烈竞争和残酷淘汰后，成为后发国家现

代化的主要引领者。这些政党“以吸引人们归依并

信奉其理念”为目的[8]，产生于国家政治失序和治理

失败的环境中，具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远大的政

治抱负、高超的斗争本领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往

往通过革命等一系列手段夺取和持有政权，不仅成

为“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9]，甚至作为“半国家

机构”或“准国家机构”[10]，对后发国家进行系统性重

构，彻底改变其政治结构和政权结构，继而推动现代

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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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强政党通常是与弱国家相连

的”[11]。首先，后发国家政党作为不容于现有政权体

系的“异质性”政治力量，难以容忍国家的衰败局面、

局部改良的渐进路线和徘徊龟速的发展路径，他们

将当权者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阻碍和羁绊加以消除，

且不易与当权者妥协和合作，具有实现国家整体性、

革命性、彻底性变革的宏伟目标和强大动力，在目标

实现和手段措施上具有鲜明的实干特色。其次，因

为其生存环境的恶劣和斗争形势的严峻，这些政

党具有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建立了从

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严密组织网络，能够使自

身的“神经末梢”有效渗透进社会肌体开展强有力

的组织动员和政治动员。正如列宁所言，“无产阶

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

器”[12]。这种组织特征不仅有利于实现政权更迭，

也有利于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将组织优势

和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再次，后发国家政

党夺取政权后建立的新兴体制，使国家现代化逻

辑与政党自身现代化逻辑高度契合，以政党的先

进性、革命性引领国家现代化，以国家现代化促使

政党持续保持自我变革的精神和动力，实现了两

者之间的彼此促进、交融升华；同时，后发国家政

党建立的新政权对国家旧政党制度的结构性改造

和重塑，避免了先发国家普遍上演的党际内耗和

施政延宕，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更有利于集中有

限的资源和精力投入赶超现代化的事业中，某种

程度上加快了现代化进程。

(三)赶超现代化使得后发国家难以复制西方现

代化模式

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

并不是简单模仿或重复先发国家发展历史的过程，

恰恰相反，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史是后发国家逐渐

与先发国家模式相偏离的历史。一方面，无论是“社

会中心主义”范式，还是“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均存在

其难以克服的“基因缺陷”。“社会中心主义”范式所

依赖的社会自发性与国家整体性及长期性利益之间

存在矛盾，正如拉斯基指出的，“在经济领域，国家变

成了商业的附庸，国家的习惯也被商业所要求的新

环境所改变”[13]，这使得国家的必要干预和控制风

险的能力弱化，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则是不容忽视

的“硬伤”。有学者指出，发达国家鼓吹和输出现

代化过程中的自由放任主义，“可以说是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的刻意误导”[14]。而“国家中心主义”

范式则容易产生国家权力的官僚化，使社会创造

力和活力湮没在权力结构的强制和规训中，产生

了某种程度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甚至会引

发通过武力扩张汲取现代化资源和化解内部系统

性矛盾的政治风险，这是后发国家赶超现代化过程

中需要极力避免的。

另一方面，后发国家面临着比先发国家更加不

利的时代条件。先发国家往往出于自私的动机希冀

维持后发国家受宰制的地位，遏制和阻碍后发国家

现代化进程的史实并不鲜见；同时，相较于先发国

家，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外转移矛盾的空间

和余地十分狭小，需要更强的自我内部消化能力。

那么，在后发国家系统内部调动资源、凝聚力量和消

化矛盾的强有力的组织中枢就成为其现代化的关键

要素和变量。因此，随着现代化时间的推后，现代

化的组织化程度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巴林顿·

摩尔所总结的从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模

式，到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模式，再到

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③，其发展时

序上的前后接续和发展模式上的辗转递进，本质

上也是对这一趋势的历史演绎和规律总结。正如

格申克龙所指出的，后发国家现代化与发达国家

的明显不同特点，不仅表现在更高的发展速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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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体现在生产结构、组织结构以及制度手段等方面

的差异上”[15]。

二、主要类型：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何以

可为

相较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两种

主导范式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往往表现不佳，

“政党中心主义”的范式却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

凸显优势。“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

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16]，政治建设

与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核心两翼。政治建设是前

提，是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经济发展是动力，是现代

化的物质支撑；风险防范是保障，是防止现代化中断

的有效手段。在“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实践中，

后发国家主导政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既不遗

余力地推动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又采取措施处理

不同类型的风险，搭建起现代化的领导、前提、动力、

保障的四梁八柱，探索出“政党引领、两翼起飞、系统

稳定”的现代化模式。在该模式的运行过程中，政党

引领贯穿始终，并结合所在国的具体情况，在政治建

设、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化解等不同方面开展了各具

特色的现代化实践。

(一)政治之翼：政党构建后发国家现代政权的三

种方式

“在发展与现代化中，国家与政治是无法回避的

因素”[17]，现代化的实现与政治建设息息相关，而政

权构建、制度建立又是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有学

者指出，工业主义“是丰富多元的社会制度”[18]，工业

化是表，制度架构是里。亨廷顿也认为，国家的发展

首先意味着政治的制度化 [19]，制度和秩序是推进现

代化的前提。因此，后发国家主导政党的首要任务

便是从落后衰败国家的废墟上夺取政权、建立基本

制度，构建起能整合国家资源、动员广泛力量的现代

政权组织形式。按照政党构建后发国家现代政权的

方式，可分为三种类型。

1.革命建国型

一些后发国家政党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摆脱殖

民统治和肃清本国封建落后势力，建立现代意义上

的民族国家，为现代化建立规范秩序和基本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革命斗争，建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再通过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

制度。古巴共产党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随后建

立革命政府，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越南共产党通过

八月革命、抗美救国战争，赶走侵略者、完成南北统

一，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建国型是政党在广泛

动员基础上以武装斗争方式对原先社会进行彻底改

造，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让民众掌握权力，对低效的

组织体系和落后的制度架构进行系统性重塑，构建

起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政权组织形式。此类型的政党

对国家和社会具有较强控制力，也赢得了广泛认可，

有助于集中各方力量推进现代化。

2.军人还政型

军人掌握政权的后发国家，军人出于主动或被

动的原因，重新将政权交还给政党，政党回归国家政

治主流，并逐步探索建立新的政权组织形式。1979
年巴西新政党的创立得到允许和鼓励 [20]，为政党取

代军人执政奠定基础，“自由阵线党”的若泽·萨尔

内成为第一任民选政府总统，政党真正意义上掌握

政权。1963年朴正熙参与政党政治竞选，成为韩国

第 5 届总统，从军人转为政党领袖担任国家领导

人。军人政权以恢复秩序与发展生产为目标，技术

官僚和军事强人政治共同作用，被称为“官僚威权

主义制度”[21]。政党掌握政权后，在吸收、运用军人

政权的合理成分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会受到军人

影响力尚存的困扰，正如美国学者威亚尔达所言，

“即使文官仍在执政，军方也是非常接近威权主义

统治的权力表面”[22]。通过军人还政而构建现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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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政党往往面临掌控政权能力不足、执政合法性

存疑、政权难以持续巩固的问题，未能构建完善的

现代制度体系，难以为持续推进现代化提供良好秩

序支撑。

3.宗主扶植型

在深受殖民主义影响的后发国家，即便宗主国

名义上退出了该国领土，但仍实际控制着该国政权，

政党按照宗主国意愿构建政权形式。1946年菲律宾

独立前夕，曼努埃尔·罗哈斯·阿库纳在美国支持下

成立自由党，阿库纳遂在选举中成为第一任菲律宾

共和国总统，在任期间，同美国签订“美菲关系条约”

“美菲军事基地协定”“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等多个条

约，成为美国利益的代理人。朴正熙从军人转为政

党领袖参与总统选举并成功当选，也是在美国支持

下实现的，“美国立足于韩国国内的政治现实，接受

以朴正熙为代表的军人脱下军服参与竞选”[23]。南

非国民党虽然在 1948年取得政权，但是深受党内的

荷兰白人后裔和亲英派的影响[24]。殖民统治给部分

后发国家打下深刻烙印，使政党难以彻底构建现代

政权组织形式。政党虽然名义掌握政权，但受制于

政治强人或家族势力及背后的宗主国力量，缺乏独

立自主性，叠加不健全的政党制度的影响，难以构建

契合现代化的制度体系。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核心历史命题就是如

何完成国家建构，跻身工业化强国，实现现代化转

型。”[25]构建现代政权组织形式是后发国家政治现代

化的核心，是推进现代化的前提。在后发国家政治

现代化进程中，相较于宗教、家族、种族等力量，政党

在建构国家、推进政治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独

特作用，且各类力量以政党名义参与政治现代化的

情况也屡见不鲜。无论是军人还政型，还是宗主扶

植型，均助推了所在国政治现代化的步伐，但会影响

政党的自主性并阻碍其引领作用的发挥，而能够领

导民众通过革命方式建立现代政权的政党，其组织

动员能力和民众基础都为政党引领现代化打下了坚

实基础。

(二)经济之翼：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两

种战略

罗荣渠曾按经济形态将现代化道路分为三大类

型：“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混合类型。”[26]后

发国家身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对先发国家现

代化历史和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对比学习，大多不是

完全模仿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某一种发展道路，而

是选择结合两者的优势，走“中间道路”，基本偏向混

合型。但是政党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性质上差异

明显，以战略性质为参照，更能凸显政党引领后发国

家经济现代化的特征。按照依附理论的分析，各种

生产者(国家)的地位由他们在中心—外围分工体系

中的位置决定，从而形成一种主宰依附关系，维持着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27]。主导政党在引领后发

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既需要面对复杂的国内局势，

又需要应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制定的

经济发展战略的性质尤为重要。

1.独立自主型

后发国家政党结合本国实际，制定的经济发展

战略符合国情，无论是促进国内发展的战略，还是

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都体现独立自主意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摆脱了依附性道

路，“北京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一种超越 [28]，

中国共产党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保持战略定力”“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等体现独

立自主的内容写进经济规划中 [29]。朝鲜劳动党经

济发展战略以“自力更生”为前提，强调始终保持

自主性和独立性。阿根廷正义党提出的“庇隆主

义”也包含经济独立的思想，希望“把国家经济从

监护、控制和支配它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下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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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出来”[30]。独立自主型的政党结合国情，制定

的经济发展战略符合本国现代化要求，有助于发

挥本国潜力和消解不合理政治经济秩序带来的负面

影响，实现经济现代化。

有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内部尚不存

在足以产生市场经济的力量”[31]，后发国家产生市场

经济的土壤薄弱，市场主体自如生长的空间有限，经

济发展更多依赖于主导政党制定的战略指引，而中

长期性质的战略指引效果更为显著，“实践证明，中

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2]。因此，独立

自主型的政党基于对本国现实和全球化浪潮的分

析，设置梯次目标，规定不同阶段任务及实施策略，

以路线图方式引领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五

年规划(或计划)”和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的目标设

定，确定经济发展前进方向、阶段目标和政策措施，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南共产党领导全面革新

开放以来，先后通过《1991-2000年社会经济发展战

略》《2006-2010年五年计划》《2011-2020年社会经

济发展战略》等经济发展战略，使越南国内生产总值

达到 2018年的 55423320亿越南盾[33]，实现了跨越式

增长。朝鲜劳动党也通过“七年计划”“五年计划”等

经济发展战略持续推进经济建设，还设立国家经济

开发总局专门负责经济建设，保证经济发展战略的

长期性和稳定性。

2.对外依附型

后发国家部分政党缺乏独立自主意识和能力，

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从性质上显示出对外部因素的

高度依附性，不同政党对外依附的性质不同。首先，

部分政党属于物质依附类型，即政党将完全依赖外

部的资本、技术、机器等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作为战

略核心内容。赞比亚多党民主运动执政期间，曾为

获得西方支持进行了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对国内企

业和劳动者均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34]。阿根廷正义

党曾在进行经济改革时，允许外资自由进入阿根廷

证券市场，除少数业务需要得到国家证券市场监督

委员会的批准外，其余业务均可自由进行，几乎没

有任何限制 [35]，为后来的经济危机埋下隐患。政党

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过度依赖外部资源，尤其是

依赖外部资本，会被绑上全球资本控制的列车。在

经济危机逼近时，一旦资本开始从本国撤离，经济

泡沫就会被戳破，随之发生金融崩溃、失业增加、通

货膨胀等次生危机，经济现代化进程可能被打断甚

至倒退。

其次，部分政党属于战略依附类型，政党制定的

经济发展战略不契合本国民众期待和具体国情，而

是他国发展思想或模式的模仿或复刻，尤其是照搬

照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现象比较普遍。1996年南

非国民大会党政府以“增长、就业和重新分配战略”

取代“重建与发展计划”，这一政策转向被南非共产

党和南非工会大会视为具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色

彩 [36]，标志着南非国民大会党开始转向对外依附性

质的经济发展战略。从 20世纪 80年代初到 2000
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的三届政府都先后推行

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37]，

不仅未能有效提升经济，还导致国家落入“中等收

入陷阱”，最后丧失政权。政党一味模仿他国经济

发展模式，虽能节省一部分探索适合本国资源禀

赋、民众素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战略的机会成

本，甚至在短期内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体

系、使经济获得一时发展。但从长远来看，经济发

展战略的“水土不服”会逐渐显现，不仅导致发展停

滞，还有可能引发政局动荡，现代化也由此停摆。

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泽纳维也曾抨击过新自

由主义范式，认为其在过去几十年破坏了非洲经

济，应摒弃新自由主义，从务实角度出发选择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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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道路[38]。

最后，还有政党属于双重依附类型，即政党制定

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高度依赖外部物质资源，还照

搬照套他国发展战略。埃及民族民主党执政时期，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都大量引入外国资本投资本国生

产项目：一方面，大量借外债，到2000年外债仍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 36.1％；另一方面，大量接受外国援

助，到1998年，埃及累计接受美国军援和经援共460
亿美元 [39]。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债

权人成为埃及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40]，埃及发展

严重受制于美欧资本的控制，被迫全面走向市场化、

私有化和自由化，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尖

锐，最终在2011年爆发“一·二五”革命，埃及现代化

也遭遇重大挫折。政党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将他国

的经济思想和发展模式移植到本国，战略的可行性、

持续性会大打折扣，如果还强烈依赖外部资源推动

本国经济发展，那么经济现代化将会是“沙漠上的空

架子”，随时面临倒塌的风险。

总之，后发国家身处世界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

浪潮之中，艰巨且繁重的现代化任务要求后发国家

经济蓬勃发展从而为现代化提供动力。相较于国家

主导和社会自发两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后发国

家政党可以用其突出的经济战略制定能力、经济发

展规划能力和组织动员协调能力将国家与市场结

合，有力推动后发国家经济现代化。从现有经验

来看，后发国家主导政党可以适当运用外部的资

源发展本国经济，也可以合理借鉴外部的思想、战

略、模式促进本国现代化，但是不能将完全依赖外

部作为战略核心内容。相较于对外依附型，独立

自主型的政党能够根据政党自身能力、本国实际

情况和现代化规律制定合理有效、兼顾中长期的

经济发展战略并予以坚持，持续性地引领现代化

不断向纵深前进。

(三)系统稳定：政党为保障后发国家现代化而需

防范化解的三种风险

现代化的过程伴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意味着

新旧交替和深刻变革，“社会中没有任何一对因素能

以同等速率适应这些变革，社会动荡可能会变得不

可收拾以致广泛的暴乱突如其来”[41]。正在现代化

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往往处于社会急剧动荡期和矛盾

集中爆发期，各类风险挑战不仅单独出现的可能性

较大，且存在产生叠加效应的情况。防范化解后发

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为政治建设和

经济发展“护航”，是后发国家政党不可回避的“大

考”。民族宗教矛盾、生态环境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

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较为突出的风险类型，主

导政党在处理这三种类型的风险时，采取了不同方

式，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1.民族宗教类风险及其处理

某些政党面对后发国家特殊民族宗教问题的现

实，注重包容团结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民众，整体

上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以保障现代化正常运行。

印度国大党在印度独立后四十余年的执政实践中，

通过包容性的民族宗教政策整合了复杂多元的社会

和民众，维护团结稳定，争取到最广泛的支持，推进

了现代化建设。埃塞俄比亚提格雷主导的人民革命

民主阵线在 1991年建立过渡政府时，提出建立一个

基于广泛认同的联邦制国家 [42]，1995年埃塞俄比亚

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遂使得其政局获得短暂稳定

并能够发展经济。但是，也有不少后发国家政党未

能处理好民族宗教类风险。如叙利亚复兴党在1963
年执政后至 2011年叙内战期间所采取的削弱宗教

学者机构的独立性、加大对清真寺修建和仪式人员

活动的监管力度、垄断清真寺工作人员的人事任免

权等对逊尼派及伊斯兰主义者的严格管理 [43]，激化

了宗教力量和世俗政权之间的矛盾。更有甚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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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激烈态度对待少数群体，如柬埔寨共产党激进派

在1975年革命胜利后，废除宗教、关闭寺院，对少数

民族推行“高棉化”政策，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

生产方式和文化宗教等一律被禁止 [44]，甚至酿成人

道主义灾难的惨剧，成为后发国家处理民族宗教类

风险的反面教材。包容整合不同民族宗教有助于化

解民族宗教矛盾、避免社会撕裂，维护现代化进程的

稳定。

2.生态环境类风险及其处理

部分政党将生态环境建设纳入现代化目标，注

重保护生态环境，或者及时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

境。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 1989年规划法的修改为

界，经过前30年和后20年两个阶段，采取成立“花园

城市行动委员会”(1965年)、建设生态平衡的公园

(1990年代初)[45]等关键举措，将环境恶化的新加坡建

设成为“花园城市”。埃及民族民主党曾采取组建

环境事务局 [46]、制定环境问题五年计划、鼓励非政

府组织成员参与制定《环境保护法》和《国家环境

行动计划》[47]等方式，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做出努

力并取得一定进展。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将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行动纲领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生

态环境保护修复方面取得突出成效。但也有不少

政党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未能处理好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甚至因环境破坏造成了高昂

的现代化成本，教训十分惨痛。如巴西联合党在

执政期间片面追逐经济效益，导致亚马孙雨林的

破坏，引发世界关注。后发国家政党在引领现代

化过程中，应当谋求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

相统一，诚如威尔所说：“提倡生态现代化的人不

是把环保视为一种经济负担，而是视为未来增长

的一种潜在的源泉。”[48]

3.贫富分化类风险及其处理

一些政党注重减小社会贫富分化，重视弱势群

体的利益，发展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积极推动

减贫事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国共产党从医疗、

教育、养老、住房等各方面关注社会福利和人民获得

感，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将极度贫

困问题解决，缩小了贫富差距。朝鲜劳动党在执政

期间也推行多个领域的普惠制度，实行公平的社会

政策，严格控制贫富差距。巴基斯坦人民党在20世
纪70年代初实行了一系列有助于减小贫富分化的政

策，包括提高工人管理权限和福利待遇的新劳工政

策、减少土地垄断和保护佃户减轻赋税徭役的土地

改革政策 [49]、促进教育发展和减轻家长负担的新教

育政策 [50]等，有效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但遗憾的

是，因部分政策激进，触动利益太多，改革很快以被

迫改变政策、多位改革人物下台而告终[51]。此外，委

内瑞拉第五共和国运动在查韦斯执政期间，先后实

施“玻利瓦尔 2000年计划”“2001-2007年国家经济

与社会发展计划”“使命计划”等一系列追求绝对公

平的计划，将社会公共支出占公共开支总额的比重

从 1997-1998年度的 48.5％提升至 2011-2012年度

的 70.8％[52]，结果严重挫伤经济效率，最终政府不堪

重负、经济面临崩溃。一方面，重视减少贫富分化、

维护公平正义能让民众感受到现代化建设成果，使

政党赢得更多的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后发国家

在经济尚不发达时，物质水平较低是现实制约，如何

平衡好发展与公平正义的关系是考验政党执政能力

的难题。

多数后发国家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而现代化

又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变化、革新。因社会变革而引

发的一系列风险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

谨慎对待的问题。相较于社会自发组织应对风险

和国家统筹控制风险，政党既能发挥组织社会民众

抗击风险的作用，又能通过国家机构消解抵御风

险，作为纽带和引领者将社会、民众与国家紧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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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同防范化解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

针对不同的风险，政党还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

化解策略。

综合而言，从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大多数后

发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来看，以政党为核心引领者，通

过政党引领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后发国家相较于

依赖传统势力、社会力量和国家能力推进现代化的

后发国家，其现代化不仅较为顺利，而且成绩斐然。

在政党引领下，陆续有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后发国家

跨越门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有如中国、土耳其、

越南等国取得了突出的现代化成就。按照联合国人

类发展指数(2021-2022)排名，在前 20名国家中，政

党在现代化过程中起引领作用的新加坡(12名)、韩国

(20名)等后发国家甚至已经超过美国(21名)[53]。同时

要指出的是，不同政党在引领现代化过程中，采取的

方式、制定的战略、面临的风险不尽相同，即使同一

政党在不同时期，也会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不同的

现代化方案。但总体而言，采用“政党引领、两翼起

飞、系统稳定”的现代化模式(见图1)的后发国家相较

于其他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表现更好、成绩

更突出。

三、基本启示：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何以

为之

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不仅是可行的，而且

是必要的。“现代化催生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主导现

代化。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共生与互动，是近代以

来人类文明演进的大逻辑。”[54]不同政党在政治发

展、经济建设和风险防范化解等方面进行了多种探

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遭遇挫折的教训。通过不同

类型的对比，可以总结出政党如何在后发国家现代

化过程中更好发挥引领作用的基本启示。

第一，政党要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引领作

用。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引领力量，主导政

党自身的状况与现代化事业息息相关，政党建设得

坚强有力，则后发国家将能在核心政治力量的领导

下，团结和组织民众、调集社会资源、制定符合国情

的战略、应对各类风险，持续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

一方面，政党要增强组织动员能力。“政党的命运取

决于政党组织”[55]，政党要通过完善组织架构、建立

健全组织体系、制定规范的组织章程等方式加强自

图1 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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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组织建设。同时，还要积极吸纳各领域的人才，按

照现代化理念和目标要求，培养和选拔一批有使命

感、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员组建现代化事业领导团

队，如列宁所言：“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

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

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56]另一方

面，政党要加强腐败治理。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掌

握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如果存在政党政治制度不健

全、政党腐败治理能力较弱、法治建设不足等问题，

就会产生“因腐而衰”进而阻碍现代化的后果。因

此，政党必须坚定反腐败决心，加强权力监督与制

约，完善法律法规，设置有效的反腐败专门机构，防

止腐败蔓延情况发生。此外，政党要善于倾听民众

声音，实现充分地政治系统反馈。后发国家民众对

于满足合理诉求、改善生活状况的情绪和诉求极为

迫切，正如史密斯评价拉美国家现代化时指出的：

“如果成效并未如约而至，社会的一部分人就开始对

独裁流露出眷恋情绪……这种情绪预示大麻烦。”[57]

政党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并将民众

的诉求有效反映到现代化政策中。

第二，政党要通过构建现代政权组织形式为现

代化提供前提。有学者曾将作为现代化典型范例的

东亚模式归纳为“强政府”模式，并指出该模式的一

个重要表现方面是“一个引导经济发展的领航组

织”[58]。后发国家主导政党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获

得政权，首要任务便是构建现代政权组织形式，将自

身力量转化为国家力量，建立“领航组织”，构建有为

政府，从而引领经济蓬勃发展。然而，“一个国家实

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由该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

发展状况所决定”[59]，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发

展水平、社会环境并不相同，构建现代政权组织形式

的路径也存在差异。诚如密尔所言：“一国人民的根

本的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长起来

的一种有机的产物。”[60]从现实来看，由于后发国家

政治力量分化、社会力量有限、国家意识不强等因

素，亟待主导政党在引领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社会予

以彻底改造，清除封建残余、军人势力、殖民宗主代

言人、家族势力等阻碍现代化的政治力量，进而构建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为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和秩序

保证。

第三，政党要坚持独立自主，制定合乎国情的经

济发展战略。就后发国家而言，独立自主的经济发

展战略是影响经济发展成效的核心因素。无论是主

导政党的指导思想，还是基于主导政党的理念制定

的经济发展战略，都要充分体现出独立自主精神。

诚如三石善吉所言：“发展中国家必须构建内生性发

展模式，即发展不只是模仿先进社会，而是立足自身

社会的传统，改造外来模式，谋求与自身社会条件相

适应的发展路线。”[61]政党要通过科学性、长期性和

可持续性的发展战略引领经济现代化。要充分调动

各类智识力量，运用科学的方法制定符合国情的合

乎现代化规律的战略。战略一旦制定，就应当保持

充分耐心，保证战略的可持续性。福山曾言：“民主

政府和市场经济源于复杂机构——包括政党、法庭、

财产权、共有的民族认同——的相互作用，这些机构

就是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也是经历数十年甚至数百

年演进的结果。”[62]现代化是一项长期事业，政党在

保持现代化战略长期性、持续性的同时，也要不断结

合实际发展动态调整战略，及时处理各类新情况新

问题。此外，还要深刻认识到，独立自主不是闭关锁

国，无论是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还是调动经济发展

的资源，都不能闭门造车，要“在坚持自己主心骨的

同时具有开放性”[63]。

第四，政党要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营造

稳定环境，保障现代化系统稳定。20世纪以来，后发

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全球化发展历程基本上“同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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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后发国家现代化事业助推全球化发展，全球

化也深刻影响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在这一互动过

程中，全球性问题会全方位影响政党引领的后发国

家现代化事业，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和不稳

定因素会借助全球化浪潮在国内国际相互传导和叠

加，诚如贝克所指出的，“当代社会已变成世界风险

社会”[64]。在“严重风险的绝对数量足以使人生畏”[65]

的大背景下，多重压力层叠，主导政党不仅要完成发

展任务，还要以安全稳定的系统保障政治现代化和

经济现代化平稳推进。政党除了要重视建立完善的

风险管理体系、高效的风险信息收集分析系统、准确

的风险预警机制和提升风险应对处理能力，还要针

对常见的威胁现代化系统稳定的风险设置防范机制

和化解方案，提高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在处

理民族宗教关系上，政党应切实化解矛盾而非激化

矛盾，避免“因冲突而爆发战争，甚至危及国家统

一”[66]；在对待生态环境问题上，政党要厘清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运用可持续发展理念制定经

济发展战略，避免生态环境恶化；在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上，政党要坚持“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67]

的理念，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关系，

避免出现因不平等导致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

低效率，制度和政策的低质量，破坏社会凝聚，增多

社会冲突”[68]。此外，政党还须结合新的全球安全形

势，加深对各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认识，以不

断更新的安全理念应对不断变化的风险，维护整个

现代化系统的稳定，保障现代化平稳推进。

四、结语

后发国家艰难的现代化探索历程印证了后发国

家无法采用“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两种

范式推进本国现代化，而以政党引领现代化的后发

国家在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风险防范化解三

个方面都明显比其他力量引领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进

展得更为顺利、成就更为明显。但须强调的是，大多

数后发国家仍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党引领、两

翼起飞、系统稳定”的现代化模式只是后发国家现代

化中表现较为突出的范例的一种总结，而非已经完

成现代化的成功结论。政党引领现代化的进程仍处

于进行时。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

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

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69]无论什么政

党，都需要在综合考量党情、国情、社情和民情的基

础上，选择合适的现代化道路。后发国家以“政党中

心主义”范式引领现代化建设，不同政党通过多样化

的尝试，在不同维度用不同的方式、策略、举措探索

出多种现代化类型。在强烈的现代化责任感和使命

意识的推动下，政党以实际行动证明，后发国家如何

推进现代化、政党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一宏大

命题已经超越了西方原有的现代化话语解释力，现

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从世界向度来说，现代化不

仅推动本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也在于产生“溢出效

应”，即能为他国的发展产生示范作用[70]。作为政党

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典型代表和成功范例，中国

共产党成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不仅凸

显了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价值，也为其他政

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不同于西

方的全新范式。

注释：

①参见[美]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

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江苏人民出版

社2013年版。

②参见[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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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③参见[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

夫、张东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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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Logic, Main Types and Basic Implications of Political

Party-Led Modernization in Late Developers

Kan Daoyuan Yin Xiaolong

Abstract：The majority of countries worldwide ar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Due to the unique national condi⁃
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prevalent paradigms of "Social-Centrism" and "State-Cen⁃
trism" often exhibit shortcomings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se nations. Conversely, the paradigm of "Party-Cen⁃
trism" demonstrates advantag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late developers. As significant forces guiding and propelling the mod⁃
ernization process, political parties in late developers have explored a modernization model characterized by "Party Leader⁃
ship, Dual-Wing Development, and System Stability," achieving remarkable success. Throughout the operation of this mod⁃
el, party leadership is always present.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each country, political parties have con⁃
ducted distinctive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in areas such a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isk preven⁃
tion and resolution, exploring various type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Through comparison, it is found that the leading political
parties of latecomer countrie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ir own construction, build moder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forms,
adhere to an independent and self-reliant economic strategy, and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mitigate risks,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untry's modernization process.

Key words："Party-Centrism"; late developers; modernizat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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